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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内早期金牛道走向的考古学证据

邓阿莲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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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早期秦蜀古道（蜀道）的具体走向与形成过程是蜀道研究中的难点之一，仅凭历史文献难以确证，因此

可以发挥考古学在历史研究，特别是交通史研究中的价值与优势。文章统计、分析了成都平原内相关考古遗存的发

现情况与分布格局，通过综合对比遗址数量、密度、类型、规模、等级等多项指标，揭示出成都平原北部早期交通

主干线并不在汉代以降的金牛道位置上，而是更偏向平原西北侧并且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其间还存在南、北两条路

线的交换与并存等情况。这项研究也是利用考古材料佐证历史地理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

KEYWORDS: Chengdu Plain, Early Jinniu Roa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ABSTRACT: The exact route and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early Qin–Shu road system, a key component of the ancient 

Shudao network, has long been a subject of scholarly debate—one that cannot be resolved through historical records alone.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value of archaeology in addressing historical-geographical questions, particularly in the study of early 
transportation systems. By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the discovery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archaeological remains 
across the Chengdu Plain, this paper draws on multiple indicators—including site quantity, density, type, scale, and hierarchical 
level—to reassess the trajectory of early route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early traffic route north of present-day Chengdu 
did not align with the Han-Dynasty and later path of the Jinniu Road. Rather, it appears to have run further northwest across the 
plain and was more complex than previously assumed, with alternating and coexisting southern and northern routes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This investigation represents a valuable attempt to employ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in resolving longstanding 
historical-geographical debates.

金牛道之名源于“石牛粪金、五丁开道”

的传说，以此来解释秦灭巴蜀之战中秦蜀古道

的开凿过程。但无论是从历史文献还是考古材

料来看，秦、蜀之间，尤其是成都平原内部的

早期道路肯定在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

年）之前就已逐步形成。秦灭蜀之前的秦蜀古

道虽从内涵上与“金牛”之义尚无关联，但金

牛道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已逐渐成为了秦蜀间

交通主干线的代称，因此本文暂且将汉代之前

的秦蜀古道均称为早期金牛道。

蜀道研究中，成都平原以北金牛道路段

的历史沿革已有较多探讨，其演变过程也已基

本清晰，但目前尚无专门针对成都平原内部早

期金牛道走向问题的研究。平原之外的金牛道

主要在山区中穿行，其行经的地理环境，尤其

是河流谷地的交通通道指示性很强。讨论山区

的道路变迁，需要着重考虑不同通道的地理条

件对交通通行支撑性的差异，再结合各时期的

考古材料进行佐证。平原内部的道路则与之不

同，因各方向的自然通行条件差别不大，再加

上平原地区通常也是现代化城镇建设的核心区

域，交通遗存的保存率较低，因此在既往的蜀

道调查与研究工作中常被忽略。对于平原地区

早期金牛道的具体走向，基本只能通过考古材

料的发现与分布情况来进行推测与复原。

彭邦本、李久昌曾各作一文讨论早期金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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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起源与发展，他们均以川陕间的考古遗址

作为依据，推测联系关中、汉中和成都平原之

间的道路至迟起源并逐渐形成于距今5000多年

前[1]。但这两篇文章涵盖的地理范围较大，基

本包括了整个蜀道行经地，旨在从考古学角度

证明秦蜀之间较早就存在丰富的文化交流；至

于具体的传播路线，仅粗略提及了嘉陵江等流

域对古蜀文化发展以及秦蜀文化沟通起到的重

要作用，并没有对成都平原这一特定范围作出

具体探讨。

一、时间、空间范围界定

在进入文明时代的过程中，成都平原最早

显示出与川北陕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关联，或

许能够早至新石器晚期的宝墩文化时期，如江

章华提出：“宝墩文化与周邻地区的某些文化

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如广元发现的中子铺、张

家坡、邓家坪诸遗址……与宝墩文化相似，其

间应有某种联系。”[2]但商周以前这种远距离

的考古学文化对比结果还不够确切，难以作为

判断交通路线具体走向的依据。

自三星堆文化开始，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

化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时代，既有强烈

的地域特色，也逐渐展现出与北方地区的密切

联系。三星堆遗址共计发掘的8座祭祀坑是其青

铜文明的集中代表，其年代应在殷墟文化第四

期至西周早期[3]。三星堆与十二桥文化时期，

汉中城洋铜器群[4]以及宝鸡 国墓地[5]等遗存不

仅年代基本与之相同，还在物质文化特征和族

群属性上有密切联系，是商晚期至西周早期关

中平原西部、汉中平原以及成都平原三地之间

存在密切交流的物质实证，尤其是位于大散关

之外的 国墓地表明，故道很可能是早期穿越

秦岭的路线之一。商周时期成都平原与汉中、

关中等地的考古学文化对比，显示出川陕间的

文化沟通在体量、内涵等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

的规模和深度，川陕间的早期交通也至迟在这

时已经呈现出了比较稳定的方向性，故本文以

商代晚期至商周之际作为成都平原内部早期道

路的时间上限。

成都平原由发源于川西高原地区的岷江、

沱江两大流域的多个冲积扇连缀而成，四周环

山，左右对峙的龙门山、邛崃山与龙泉山基本

将其合围，北抵绵阳安州境内的丘陵地带，南

面有邛崃山支脉长秋山。平原大致呈东北—西

南走向的椭圆形，内部地势平坦，由西北向东

南倾斜（图一）。

平原内水系密集，有众多西北—东南走

向的河流，基本都属于沱江和岷江两大流域。

沱江流域偏北，在平原内主要有正流绵远河及

其南侧的四条支流— 石亭江、湔江（鸭子

河）、清白江和毗河，最终汇集于金堂县，由

金堂峡穿过龙泉山脉，进入川中丘陵地区后再

汇入长江。岷江偏南，是成都平原内最重要的

河流，由灌口出山后地势陡降，从上游过渡到

中游并形成了大面积的冲积扇和冲积平原；流

经成都平原后，岷江在新津附近转向正南进入

眉山境内，最终在宜宾汇入长江。岷江在成都

平原内部的中游部分，与沱江水系及众多人工

河网一起组成了都江堰灌区，从古至今都是成

都平原的主要补给水源。

图一  成都平原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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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四周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各个方

向的主要对外交通路线为：自成都向西可取岷

江上游的松茂古道进入川西高原和甘肃南部地

区，向南可顺岷江至宜宾接入长江峡路，这是

成都平原的自然地理条件提供的最便捷的两条

对外交通线。虽然成都东距龙泉山仅20千米，

翻过平均宽度约10千米、最高海拔约1000米的龙

泉山脉就能进入川中丘陵地区，还可迅速取沱

江南下接入长江，但目前看来川中地区似乎并

非早期巴蜀文化的起源或集中发现地[6]。翻越龙

泉山取沱江南下长江的路线也比从成都直接顺

岷江南下更为曲折，因此早期在龙泉山脉东西

两侧之间应该并没有太多往来[7]。

成都平原东北、西南两方向都是由平原

渐次过渡为丘陵、低山乃至山区，地势逐步抬

升，缺乏便捷的自然通道，但成都平原往东北

通往国家中心，往西南通往巴蜀徼外西南夷地

区，使得这两个方向的道路一直是历史上开发

蜀地交通中用力最多之处，尤其是平原北部的

道路因联系中央王朝而最为关键，这也是本文

讨论的空间范围。

二、成都平原北侧的早期考古遗存与交通线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是历史上川陕间有路

可通最早的确切文献记载，这次战役也颠覆了

秦蜀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局面，巴蜀地区

自此被纳入秦国版图。基于此，自商代晚期开

始，以秦灭巴蜀为界，将成都平原北部发现的

考古遗存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二期的时间下

限为东汉灭亡之时。

（一）商晚期至秦灭巴蜀时期

第一期主要为商周时期的遗址，具体又可

分为两段：

1.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

第一段共发现遗址147处以上（图二）[8]，

其中40处在德阳市，其余都在成都市境。就分

布边界而言：最西端为都江堰东南的梳妆台遗

址，位于走马河南岸；最东端为金堂金海岸二

期遗址，位于毗河汇入沱江前的河流南岸；最

北端为绵竹鲁安和什邡邓通村遗址，时代均约

在商末周初，其中鲁安遗址所在的新市镇也是

成都平原内目前唯一位于石亭江以北的商周遗

址分布区[9]。

四川地区在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

列经历了从三星堆文化至十二桥文化的转变过

程，古蜀国的都城也从三星堆遗址转移至了金

沙遗址。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市城区以西约7千

米的鸭子河南岸，以此为中心，附近还发现了

至少二十余处同时期的其他遗址，但都面积较

小，且多分布在三星堆遗址的西北方向，集中

在鸭子河上游，少数在北部的石亭江沿岸。三

星堆遗址以东的鸭子河与石亭江下游只发现了

10处商周遗址且布局较为分散（不排除与下游

受城镇建设影响更为严重有一定关联），这说

明三星堆遗址群是以三星堆遗址为中心，主要

溯鸭子河上游向西、北两方向发展和外扩的。

在三星堆遗址群以南的彭州、新都与青白

江境内有大约40处商周遗址，大致可见东、西

两个集中分布区，两区的遗址数量相差不大，

东区略多：东侧以新都城区东面最为集中，西

侧多在彭州城区东南和新繁街道附近。近年在

彭州新发现的隆兴社区[10]、青石村[11]等遗址将

三星堆、金沙两大遗址群之间的遗址分布范围

进一步向西延伸。值得注意的是，该区域内最

重要的两处集中出土商周青铜器的遗址—竹

瓦街窖藏和水观音墓葬[12]，以及随葬品较为丰

富的同盟村墓葬[13]，包括发现了罕见4座十二桥

文化时期陶窑的复兴村遗址[14]都在西分布区，

尤其是竹瓦街遗址已揭露大量西周时期的居址

遗存，表明其附近应存在一个规模不小的遗址

群[15]。东分布区内重要性最为突出的当属双元

村墓地[16]，共发掘墓葬274座，年代从西周晚期

延续至战国中晚期，但因材料尚未完整公布，

双元村墓地在本阶段的遗存价值尚不清晰，其

中目前已知的几座高等级墓葬都是战国墓。而

东侧其他遗址的内涵均相对简单[17]，这意味着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西分布区在本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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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遗址分布及交通路线示意图

1.三星堆遗址  2.金沙遗址  3.鲁安遗址  4.邓通村遗址  5.静安村遗址  6.朱家祠堂遗址  7.星星村遗址  8.金桥村遗址  9.

箭台村遗址  10.毗卢寺遗址  11.烟堆子遗址  12.永乐遗址  13.陶家矮墙遗址  14.水碾河遗址  15.刘家院子遗址  16.农科

采集点  17.扒墙土地遗址  18.字库院子遗址  19.郑家碾遗址  20.新药铺遗址  21.将军庙遗址  22.联合遗址  23.高石桥遗

址  24.兰家遗址  25.团柏遗址  26.石佛村遗址  27.泉固采集点  28.大碑采集点  29.新庵堂遗址  30.谭家瓦窑遗址  31.许

家院子遗址  32.白庙子遗址  33.人民—新安遗址  34.周家场遗址  35.干油坊遗址  36.王家祠堂遗址  37.金谷堆遗址  38.大

堰村遗址  39.狮堰采集点  40.金华采集点  41.狮象村遗址  42.三包采集点  43.隆兴社区遗址  44.龙泉村遗址  45.青石村

遗址  46.复兴村遗址  47.周家院子遗址  48.米筛泉遗址  49.梅花泉遗址  50.梅花村遗址  51.高家院子遗址  52.竹瓦街遗

址  53.竹瓦街窖藏  54.青龙村遗址  55.踏水遗址  56.同盟村遗址  57.和平村遗址  58.水观音遗址  59.新都二中遗址  60.

太平村遗址  61.大江村遗址  62.北欧知识城二期遗址  63.幸福桥遗址  64.白塔社区七组遗址  65.万圣社区九组遗址  66.宏

峰村遗址  67.标准化厂房地点  68.三星村遗址  69.龙虎村遗址  70.双元村墓地  71.大夫村遗址  72.金海岸二期遗址  73.新

华村遗址  74.朱王村遗址  75.褚家村遗址  76.褚家村二组遗址  77.万年村遗址  78.桂林小学遗址  79.正因村遗址  80.桂林

乡遗址  81.团结村遗址  82.燕塘村遗址  83.南桥街遗址  84.香城河畔地点遗址  85.梳妆台遗址  86.星火村遗址  87.宋家河

坝遗址  88.李家院子遗址  89.陈家院子遗址  90.青杠村遗址  91.镇江村遗址  92.柳岸村遗址  93.波罗村遗址  94.清江村遗

址  95.西藏地质花园遗址  96.前进村遗址  97.天台村遗址  98.天台村万达广场地点  99.双喜村遗址  100.蓝光绿色饮品二期

遗址  101.西华村遗址  102.盛家院遗址  103.三观村遗址  104.方源中科地点遗址  105.万安药业包装厂遗址  106.富通光缆遗

址  107.高新西区航空港遗址  108.电子科大行政大楼地点遗址  109.顺江小区二期遗址  110.天王村遗址  111.永福村三组遗

址  112.范家碾遗址  113.新锦犀包装厂地点遗址  114.西华大学网络技术学院遗址  115.西华大学艺术中心遗址  116.西华大学

实验楼遗址  117.石亭村遗址  118.仪隆村遗址  119.西区国际地点遗址  120.西华大学六号教学楼地点遗址  121.摩甫生物科技

地点遗址  122.犀园村遗址  123.西交新校区遗址  124.汇利包装厂遗址  125.大唐电信二期遗址  126.普天电缆遗址  127.国腾

二期遗址  128～131.中海国际1～4号地点遗址  132.老坟地遗址  133.芙蓉田园遗址  134.燃灯寺遗址  135.红碾社区7组小学遗

址  136.如阳实业地点遗址  137.百仁社区遗址  138.百仁幼儿园遗址  139.乐平七组遗址  140.黄忠村遗址  141.抚琴小区遗址

142.十二桥遗址  143.方池街遗址  144.金河路遗址  145.羊子山遗址  146.红花堰遗址  147.红光电子管厂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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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集中性和代表性更强。

成都平原内商周遗址发现数量最多、最密

集的地区是成都市区西侧以及郫都区境内，少

数在温江区北部与郫都区交界处附近，而成都

市区东北方向发现的遗址极少。成都市西郊的

遗址基本都归属十二桥和金沙两大遗址群。金

沙遗址群西北、今绕城高速附近为遗址密度很

高的高新西区遗址群，其中包括近年新发现的

犀园村遗址[18]，发掘了大规模的建筑群与公共

墓地，应为成都平原内西周至春秋时期的一处

大型聚落。高新西区遗址群再向西北方向延伸

则是郫都区和温江区北部发现的近二十处商周

遗址，这一外圈的遗址密度虽然并不很高，但

既有波罗村[19]这样规模巨大、内涵丰富的代表

于蜀道交通还是考古学文化研究都极其重要，

但尚无明确的考古证据。在平原北端的罗江和

旌阳区境内都没有发现本阶段的遗址。绵竹境

内虽有一处鲁安遗址，但也只是在石亭江北岸

附近，距离平原边缘仍然较远。

2.秦灭巴蜀之前的战国时期

成都平原北部共发现41处战国早中期的遗

址（图三），其中仅5处在德阳市，其余均在

成都市域。这些遗址多数为墓葬或墓地，居址

类遗存很少，因此主要选取大型墓地和高等级

大墓作为分析本阶段聚落分布情况的首要依据

（表一），尤其是大型墓地通常与重要聚落伴

生，只是历经两千多年的变迁，聚落遗址的保

存状况普遍较差，当前仅能通过墓地的分布对

图三  秦灭巴蜀之前的战国时期遗址分布及交通路线示意图

1.周家坝船棺墓地  2.清道公社船棺大墓  3.什邡城关墓地  4.青关山墓地

5.新丰出土战国铜钺  6.红瓦铜器窖藏  7.龙泉村墓地  8.新都马家大墓  9.双元

村墓地  10.五里村墓地  11.沿坨村墓地  12.凉水井M1  13.金沙遗址“黄河”

地点墓地  14.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墓地  15.化成小区墓  16.百花潭中学

M10  17.上汪家拐遗址  18.石人小区墓  19.中医学院墓  20.文庙西街墓  21.青

羊宫墓  22.新一村M1  23.金沙巷墓  24.青羊小区墓  25.金鱼村墓  26.京川饭

店墓  27.1963无线电机械工业学校墓  28.1986无线电机械工业学校墓  29.水利

设计院M5  30.罗家碾墓  31.枣子巷墓  32.白果林四号船棺  33.运动创伤研究

所墓  34.奎星楼街27号遗址M1  35.1986抚琴小区船棺墓  36.1992抚琴小区船棺

墓  37.抚琴路土坑墓M5、M9  38.百寿路墓群  39.商业街船棺墓  40.字库街遗址

41.下东大街遗址

性遗址，也有大型平民墓地西

华村遗址[20]等，为十二桥文化

外围的主要分布区。

本阶段先后以三星堆、金沙

遗址作为古蜀国的都邑，它们分

别位于今广汉和成都市西郊，而

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群都是以都邑

为中心，溯河流上游，主要向西

北方向发展。在这两大遗址群之

间也有不少商周遗址，但密度稍

低，其中比较重要的几处都偏向

西侧。据此推测，此时成都平原

北部的早期交通主干线大致是从

三星堆遗址群经彭州、郫都区及

高新西区到达金沙遗址群附近，

偏东的新都与青白江一侧或许也

有道路可以通行，但不如西边的

重要。相关遗址发掘者也已提

出：“通过近几年在成都地区的

考古工作来看，已基本确定三星

堆文明应是以彭州、新都为纽带

进驻成都平原腹地的。”[21]

至于这一阶段的早期金牛

道是自何处进入成都平原继而

到达三星堆遗址群的，无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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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布局进行初步推测。

成都市以北的大型战国墓地主要有罗江周

家坝，什邡城关，青白江双元村、五里村、沿

坨村等；高等级大墓有绵竹清道公社船棺墓、

龙泉村M1、新都马家大墓和双元村M154等；

此外都是成都市内的战国墓地和大墓。

周家坝船棺墓地北距罗江县城约3千米，其

位置十分重要，它是出成都平原后通往川北方

向的第一处大型战国墓地，不仅墓葬数量多、

规模大，并且在墓地附近还发现了同时期的聚

落遗存[22]。在周家坝墓地西南、成都平原的北

端地带，分布有一座大墓和一处大型墓地—

绵竹清道公社船棺墓[23]、什邡城关墓地[24]，这

两处遗址均出土了大量铜兵器，尤其是清道公

社船棺墓的墓主人很可能是蜀国军队将领。什

邡城关墓地在本段共有46座墓葬，虽数量上不

如双元村、五里村等，但什邡城关墓地的使用

时间很长，自战国早期晚段一直延续至西汉中

期，而且该墓地位于今什邡城区，受城镇建设

破坏严重，其原始规模肯定更大，是战国秦汉

时期平原北部最重要的聚落之一。然而在什邡

城关墓地以南的德阳市境内，尤其是原三星堆

遗址群中心区附近，只发现了一处青关山战国

墓地[25]，仅有4座小型墓葬，表明该区域在三星

堆文化衰落之后可能并未兴起大型聚落，在战

国时期有过一定的萧条和沉寂。

成都市境北部有多处战国遗存，在彭州、

新都和青白江境内都有重要

发现。彭州基本延续了上一

阶段的发展水平，首先是在

竹瓦街窖藏遗址西北约8千米

处发现了红瓦铜器窖藏[26]，

出土40件战国巴蜀式铜器，

以 兵 器 为 主 。 龙 泉 村 发 掘

了一处战国墓地，虽仅有7

座被盗掘的墓葬[27]，但其中

M1墓口长13.4、宽6.1米，规

模接近新都马家大墓[28]（表

一），M3规模不大且也被

墓葬名称 墓葬规模

周家坝船棺墓地 M68 通长 9.5 米

清道公社船棺大墓 棺长 5.3 米

什邡城关墓地 M32 最大船棺墓（整个墓地最大者）通长 8.6、棺长 8.5 米

龙泉村土坑墓 M1 墓口长 13.4、宽 6.1 米

马家战国木椁墓 墓道长 8.82 米，墓坑长 10.45、宽 9.2 米

双元村船棺墓 M154 通长 8.25、棺长 6.12 米

石人小区土坑墓 M9 通长 9.02、宽 1.22 ～ 1.44 米

化成小区船棺墓 M2 墓坑长 6.6、宽 1 ～ 1.14 米，棺长 6.12、宽 0.74 ～ 0.78 米

新一村土坑墓 M1 墓坑长 7.4、宽 1.2 ～ 1.3 米

1986 抚琴小区船棺墓 墓坑残长 7.25、残宽 2.9 米，A 棺长 6.8、宽 0.82 ～ 0.96 米

商业街船棺墓 最长的一具船棺长 18.8、直径 1.4 米

表一  第一期第二段大墓规模统计表

盗，但仍然出土了不少铜器。

彭州以东有新都马家大墓，这是成都平原唯

一带墓道的战国墓，其墓主身份和等级备受学界

关注，但马家大墓附近尚未发现其他战国遗存，

聚落面貌尚不清楚。再向东即是青白江区的三处

墓地—双元村、沿坨村[29]与五里村[30]，均位

于清白江与毗河下游之间的冲积平原上，共发

掘墓葬370座，可能是该区域大致同时期的几处

聚落，或是隶属于一个大聚落的不同墓区。不

过五里村和沿坨村墓地的墓葬等级都不高，应

为两处平民墓地。双元村墓地不仅墓葬数量最

多，而且M154、M11、M46等为高等级墓葬。

这几处墓地为探讨战国时期成都平原的聚落分

布情况提供了十分关键的新材料。

郫都区境内仅发现1座形制不明的凉水井

M1[31]，尽管被破坏严重，但也出土了较多铜

器，墓葬等级并不低，代表了这一区域自商周

以来的持续发展。

成都市西郊是本阶段遗址数量最多、分

布最密集的区域（占28/41），包括不少大墓

和墓地，例如商业街船棺墓[32]、百花潭中学

M10[33]、新一村M1[34]、百寿路墓群[35]等。而市

区东北方向与青白江区几处战国墓地之间，尚

未发现任何战国早中期遗址，呈现出明显的空

白地带，这种空间分布上的缺环，对判断此时

的交通路线有较强的指示意义。

在秦灭巴蜀以前的战国时期，成都平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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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道路主干线可能是自罗江周家坝遗址附近

进入平原内部后，沿平原北部先大致向西，随

后在绵竹南部附近南折，经什邡城关墓地所在

的大型聚落，然后从彭州、郫都方向通往成都

西郊。青白江区一侧在此时兴起的几处墓地虽

然规模较大，但高等级大墓并不多，再加上此地

非常缺乏北与什邡城关、南与成都市区之间的联

系，应并非主路所经，或许与第一段一样，在这

一侧也存在一条本地聚落之间的支线。

（二）秦灭巴蜀至两汉时期

第二期是自秦灭巴蜀以后的战国晚期及秦

汉时期，以汉朝的建立可分为前后两段：

1.秦灭巴蜀至秦朝灭亡

成都平原发现的战国晚期至秦朝的遗址，

表现出了巴蜀文化和秦文化因素的共存与互

动。明确属于本段的遗址有36处（图四），德

阳市境内有5处，主要是自上一阶段延续发展而

来的罗江周家坝、什邡城关墓地，其中周家坝

墓地本阶段的墓葬情况尚未公布，什邡城关墓

地共有本段墓葬26座。在这两个墓地之间、平

原东北边缘的黄许镇龙安村发现了一座战国木

椁墓[36]，墓葬规模较大，墓室长7、宽4.2米，

出土铜兵器、容器和半两钱等。1976年，在清

道公社船棺墓西北约7千米、更靠近平原西北边

缘的板桥镇五星村也发掘过一座战国晚期船棺

墓，墓葬资料不全，《中国文物地图集》载其

图四  秦灭巴蜀至两汉时期遗址分布及交通路线示意图

1.周家坝船棺墓地  2.龙安木椁墓  3.五星船棺墓  4.什邡城关墓地  5.二龙岗墓地  6.明台村墓  7.太平公社船棺墓  8.龙

泉村遗址  9.中梁山遗址  10.指路村遗址  11.清镇村墓  12.郫县风情园及花园别墅墓群  13.晨光村船棺墓  14.红光公社

墓  15.有限微波生产基地遗址  16.包家梁子墓地  17.民强村墓地  18.西城花园墓地  19.西城家园墓地  20.光荣小区M5  21.

抚琴路土坑墓M10  22.张家墩墓地  23.青羊三区大墓  24.百寿路墓群  25.水利设计院M9  26.西一环路战国西汉窑炉  27.字库

街遗址  28.上汪家拐墓  29.宾隆街遗址 30.海滨村墓地①  31.年家院子墓地  32.海滨村墓地②  33.羊子山M172大墓  34.成

都北郊墓地  35.圣灯村墓  36.东林四组墓地

德阳

西汉铁桥墩出土位置

上庸长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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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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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铜弩机、编钟等[37]。广汉市二龙岗墓地内

有3座秦墓[38]。

其余本段的遗址都在成都市境内。彭州、

郫都区一侧仍为重要分布区。1980年在太平公

社龙泉村发掘了1座船棺大墓[39]，通长8.6、棺长

7.4米，墓葬规模大于清道公社船棺墓和双元村

M154，基本与什邡城关墓地中最大者相等（表

一）。除此之外，既有龙泉村[40]、指路村[41]等

较为少见的战国晚期聚落遗存，也有以郫县风

情园及花园别墅为代表的战国晚期及秦代的墓

地[42]，以及明台村[43]、清镇村[44]、晨光村[45]、

红光公社[46]等零散发现一些墓葬，虽然遗址数

量并不很多，但分布范围较广，并且与上一阶

段此区域的遗址分布格局基本相同。同时可以

发现，第二、三段在彭州南部龙泉村附近发现

的几处战国遗址相距不远，表明战国时期在此

地应有一重要聚落。

东侧青白江境内有一处重要的战国秦汉

墓地—包家梁子[47]，共发掘战国末至秦代墓

葬64座，是目前本阶段墓葬数量最多的墓地之

一，但墓葬等级都不高，大多数为小型墓葬，

为一处大型平民墓地。其南还有一处新发掘的

民强村墓地，未正式公布发掘结果，年代应在

战国晚期，特别是瓮棺葬的发现说明此处很有

可能还存在其他成人墓地或居址[48]。这两处墓

地与上一阶段的双元村、五里村、沿坨村墓地相

距不远，是该区域聚落延续发展的重要证据。只

是除双元村外，这几处墓地的等级都不高，再次

证明青白江在战国时期主要为平民聚居地。

成都市区内的遗址分布情况出现了较大变

化。西郊的发展水平仍然较高，既有张家墩[49]、

百寿路等大型墓地，也有光荣小区M5[50]、青羊

三区[51]等高等级大墓。值得强调的是，本阶段

在市区东北郊、通往青白江区的方向，也即在

此前阶段的空白区内，发现了多处重要的墓葬

遗存，且分布相对集中，包括羊子山M172大

墓[52]以及海滨村[53]、东林四组墓地[54]等。

秦灭蜀后，成都平原北部穿越今德阳市境

的道路走向基本与上一阶段相同，仍自周家坝向

西南进入平原，到达什邡城关墓地附近，但是自

什邡以南分别取行东、西侧通往成都的两条道路

的主次地位已经产生了一些变化。从考古材料

来看，这两条道路不仅是并存的，而且成都市

东北郊战国晚期至秦代遗址的集中出现，反映

出东侧道路的重要性得到了显著提高。

2.两汉时期

至两汉时期，文献中已有金牛道路线大致

走向的记载，可以通过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的

双重证据来进行推测与验证。成都平原北部共

有6处汉代县治，其中郫、繁二县属蜀郡，绵

竹、什方（邡）、雒、新都四县属广汉郡[55]。

据文献记载判断，这一时期成都平原北部的金

牛道走向为：自涪县南下绵竹后，直接经雒县

抵达成都。

绵竹城凭借作为成都平原最北端军事、

行政据点的战略地位，北接剑阁道、阴平道，

南护成都，成为了汉代金牛道南段上最核心的

交通节点之一，频繁出现在许多重要的军事行

动之中。更始二年（24年），公孙述有自立之

意，立即遣其弟公孙恢在绵竹大破更始帝刘

玄派来攻蜀的李宝和张忠[56]。建武十一年（35

年），光武帝刘秀派岑彭、吴汉、臧宫等人讨

伐公孙述；十二年（36年），公孙述大将延岑

慌忙逃回成都，臧宫获其兵马珍宝后乘胜进

攻，“进拔绵竹，破涪城，斩公孙述弟恢，复

攻拔繁、郫”[57]。中平五年（188年），马相等

人于绵竹起事，爆发黄巾之乱，先杀绵竹县令

李升，后经雒县南下成都[58]。贾龙平定马相动

乱后，益州牧刘焉便移治绵竹，一方面是因为

“实畏龙逼，不敢入成都”[59]，同时也应该考

虑到了绵竹城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不过后因绵

竹城遭大火焚毁，刘焉先是短暂地移治雒县，

又于兴平元年（194年）徙居成都[60]。

刘备与刘璋对峙的益州之战，更是直接

说明了汉代绵竹与成都之间的主干道只经过雒

县。建安十七年（212年），刘备南下灭刘璋，

刘璋部将刘璝、张任等都在涪城被击败，只得

退保绵竹；刘备继克绵竹，张任等退守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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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又败张任于雒城北门外的雁桥，最终进围

成都[61]。景元四年（263年）曹魏伐蜀，邓艾自

阴平间道旁入江油后，先在绵竹大败诸葛瞻，

再进据成都[62]。次年（264年），邓艾在返回成

都途中，最终也是在绵竹县西被杀害。从以上

历史事件可以看出，汉魏金牛道自绵阳涪城向

南进入成都平原后，首当其冲的就是绵竹城，

其次是雒城，它们构成了成都平原抵御北方势

力进攻的最后两道关卡，自雒城以南便可直下

成都。而其他四处县治基本都不在作战路线

上，并非主干道所经。

目前考古工作已经确认了汉绵竹城和雒

城的位置（图四）[63]，分别在今德阳市黄许镇

北侧的绵远河西岸以及广汉市雒城镇中心。什

邡、繁、郫三县的治所位置争议不大，分别在

今什邡、彭州、郫都市区中心附近，从距离交

通干线的相对方位来看，则都在绵竹—雒县—

成都一线以西约20千米处。仅新都县治的位置

原有所争议，因为今新都县城正位于雒县与

成都之间的金牛道上，似乎新都城应为经行

之地。不过2021年，青白江区城厢镇发现了带

“新都城”铭文的字砖[64]，确认了汉代新都城

址所在，以实物证据证明了汉代金牛道不经过汉

新都城，这也符合上引历史事件的文献记载。当

然，汉代新都城的选址很可能与战国以来城厢镇

附近先后兴起的多处墓地有关。而成都平原北部

仅有的两座汉阙—德阳上庸长阙与新都王稚子

阙，也都刚好在这条交通路线上。

为保证对西南地区的政权统治，秦汉时

期，尤其是西汉时官方组织大规模开辟蜀道交

通网络。尽管目前关于汉代成都平原内金牛道

具体走向的文献最早只能追溯到玄汉更始年

间，但根据城址与道路的沿用规律，东汉金牛

道的走向很有可能沿用自西汉。2007年，广汉

市小汉镇北侧的石亭江西岸河滩上发现了一件

大型铁器，系西汉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所

造浮桥地锚—“雒江桥敦”，体量巨大，重

达1.38吨，带有纪年等铭文16字[65]，必定是西

汉时在非常关键的驿路干线上才能制造、使用

的交通工程铸件。而它的出土位置同样位于绵

竹—雒县一线上，强有力地证实了西汉金牛道

是自经此通往雒城的。

两汉时期成都平原内金牛道走向与此前相

比有了较大变化：金牛道自绵竹城入平原后，

不再经过什邡、彭州、郫县等靠近平原西北的

城镇聚落，而是在此前交通主干道的东南方

向，自绵竹穿过今德阳城区后渡石亭江，而后

在雁桥渡鸭子河到达雒城北门，穿雒城后直抵

成都。

三、改线原因推测

据上文分析可知，早期金牛道在这一范围

内的路线走向发生了一次总体由北向南，也即由

偏向平原北部边缘向平原中部稍偏南位置的转

变。但这种变化应并非“突变”，而是经历了自

战国晚期开始的逐渐转变，最终于汉代定型的过

程，其间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存在南、北两条

路线重要性的交换与并存等多种情况。至于此次

改线的具体原因，由于时代较早，历史文献中无

相关记载，我们只能做出一些推测。

首先，这两条路线行经地的地理环境相

差不大，地形基本相同，主要差异为河流水文

条件，即汉以后的金牛道在此前交通干线下游

约20千米处。同时，古蜀国都邑三星堆遗址与

汉及以后的雒县也不在一地，雒县县治更偏向

河流下游，故推测成都平原内早期道路及中心

聚落选址发生这种变化与河流水文条件有一定

关系：早期遗址多偏向河流上游，可能是因为

上游河流间的平原面积相对广阔，更适合发展

大型遗址及遗址群，例如沱江流域的数条支流

都在平原东侧金堂附近汇合，使得下游河道间

距不断缩小，不仅平原面积不如上游，还易

引发水文灾害；上游河流宽度较窄，更便于涉

渡，且渡河频率稍低。对于筑桥造船技术十分

有限的早期文明时代以及水系密集的成都平原

而言，有利的过河位置是交通发展中的重要考

量因素。不过早期金牛道的选线或许并非源于



考古与文物   2025 年第 9 期

98

社会力量的特意规划，更有可能是成都平原内

众多先秦聚落在适应其地貌与水文环境的基础

上，经自然演化形成的交通通道。

汉代以后的道路位置偏向河流下游，尽管

河道宽度略大，但流速趋于平缓，伴随着铁器

等生产技术的快速发展，此时应已能够运用浮

桥等更为成熟稳定的方式在下游渡河，同时下

游良好的农耕和居住条件也更有利于人口增长

与城镇发展。在成都平原被稳定地纳入大一统

政权统治之后，作为川北核心通道的金牛道，

其交通通达性也被赋予了更高要求。从道路走

向和路程长短来看，汉代改道后的金牛道在绵

竹和成都之间明显取用了最为直截的路线，绵

竹、雒城、成都基本在一条直线上，比此前绕

行什邡、彭州等地的路线距离更短，可提升交

通通行效率。这种直线化选线可以说是早期金

牛道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优化选线位置的表现

和结果之一。汉以后，这条路线便被固定为了

成都平原内金牛道的正道，作为川北大路一直

沿用至民国时期，再未发生过改变，体现了其

道路选线与走向的合理性。

最后需要申明的是，目前本研究范围内未

发现任何一段早期道路本体或相关交通设施遗

存。不过正是在这样的研究现状下，利用考古

材料的分布情况提出可能的设想是有一定价值

和指征性的。若今后成都平原的交通考古工作

有新进展，相信能为证明这条道路的实际存在

与具体路段定位提供更为有利的实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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